
人大书记“带货”引争议，高校商业化的边

界在何方？

12 月 10 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通过其小红

书账号“人大刚子”发帖推荐该校近期上新的人大超绒羽绒

服。其发布帖文展示了红色羽绒服的宣传图，以及包含长款、

短款、童款和多种家庭套餐的购买信息，并列出线下门店地

址。11 日，人大红创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这几款羽绒服为

今年新品，首次推出“人大红”配色，近期上线后销量可观，

目前已有款式出现断码，对于书记张东刚的推荐，对方表示，

“可能书记看到了觉得很有意思就推荐了。”相关信息迅速

引发舆论关注。12 月 12 日，#人大 899 元书记严选羽绒服卖

断货#登上微博热搜，阅读量突破两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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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成“带货主播”，舆论观点分化明显

但人大羽绒服在获得大量网民追捧的同时，也引发了一

定的争议。

一方面，“人大书记亲自带货”吸引了部分网民的追捧，

在“人大刚子”的账号下，大量网民跟帖评论称“想要想要”

“书记，羽绒服卖断货了，还能再补货吗”“预售链接在哪

里”。

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高校首先是公共教育机构，

党委书记的核心职责是治校育人，而非参与商品推广，质疑

张东刚的行为属于“不务正业”。个别网民则秉持更加尖锐

的观点，质疑高校过度商业化，丢失教书育人的本职，如有

网民评论称“这就是中国大学，搞文创，都是生意”“一个

学校不以学术闻名，以商品出名，弃本逐末”。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高校的商业行为受到追捧，其本质

是在用高校的公信力来背书，应当更加审慎。如 12 月 13 日，

红星新闻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从高校到商家，这是一个无法

回避的角色转换。如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遭遇消费者差评，

如何清晰区隔“高校信誉”和“售后服务”就会成为一道现

实考题。很多时候，公众情绪并不完全遵循这种制度切割—

—更容易把问题直接投射到学校本身，甚至将一件商品的瑕

疵上升为对高校公信力的质疑。高校一旦将自身品牌推向市

场，就不再只是一个文化符号的提供者，而要承担更高标准



的公共期待。因此，高校对这些社会心理应当有所预估，并

在行动上保持足够的自觉、克制与专业。

本是一场校园文创的“出圈”

却演变为一场关于高校定位与边界的公共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高校售卖定制羽绒服现象并非孤例。早

在 2024 年，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院校的羽绒服

就曾因“明星效应”卖断货。2024 年底，雷军也曾带火了武

汉大学的羽绒服。此外，中国传媒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羽绒服相关笔记也都获得过千点赞。

唯独人大的羽绒服引发了一定争议。事实上，这起事件之所

以迅速发酵，并不在于羽绒服本身，而在于几个关键词的叠

加——“高校”“党委书记”“商品推荐”。

从传统的观点来看，高校党委书记这一身份具有鲜明的

公共属性，与“带货”“种草”等互联网语境天然存在隔阂。

当“书记推荐”与明确标价的商品同时出现时，容易被解读

为角色越界，甚至被贴上“高校商业化”“不务正业”的标

签。也正因如此，这一场关于“高校羽绒服产品”讨论很快

从“好不好看、值不值”转向了更宏观的问题：高校该不该

卖？领导该不该推？边界在哪里？这背后，反映的是公众对

高校公共属性的高度期待。



可以说，“人大书记推荐羽绒服”事件本质上是一次高

校文创与公共身份叠加所引发的舆论放大效应。其背后反映

的并非单一商品问题，而是公众对高校定位、权力角色与商

业边界的高度敏感。

如何看待这场“羽绒服热搜”？

从理性角度看，这起事件更像是一场表达方式与身份认

知错位所引发的舆论放大，而非实质性违规问题。

但它依然给高校，尤其是高校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清晰

的提醒：在当前信息传播高度碎片化的环境下，个人账号与

公共身份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高校在进行品牌传播和文

创探索时，更需审慎处理“身份”“场景”与“表达方式”，

以防小事件演变为大争议。

与此同时，适度透明地回应公众关切，清晰界定文创运

营的性质和收益用途，或许比简单的“解释”更有助于平息

争议。


